
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 

 
刘克祥 

 
    郑起东先生《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极力为读者描绘一幅 30 年代华北农村欣欣向荣的图景：农业生产飞速发展，1914—1932
年的短短 10 余年间，河北的粮食总产量增长 2 倍多，按农业人口计算，河北、山东两省的人

均粮食占有量高达五六千斤①。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31 年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的“最低

收入”分别超过 1922 年直隶农户的“平均收入”0.67—0.96 倍。农民生活大为改善，口粮充

裕自不必说，饮食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质量提高。冀鲁豫三省农民常年人均消费的猪羊牛和

鸡鸭等肉类总量超过或接近 20 斤，相当于 50 年代中期农民的消费水平。衣着和住房条件亦

改善明显，饮食费用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恩格尔系数”提高。据说河北定县农民在

1928—1931 年的短短 3 年间，已开始(实际上已接近完成)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

变。按该文所说的速度，用不了三五年，就会步入“小康”。文章宣称，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

华北农户的利润率多在 10％至 15％之间；华北的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积累，反驳了那种

认为中国农业拖了工业化后腿的观点。② 
    文章对 30 年代华北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农民生活水平的评估，不仅超出读者和研究者的

想象，在当时国民党的文献资料和调查统计中也无法找到。这是郑文的大胆和独到之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列举的大部分材料并不能给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提出充足证据， 

甚至根本站不住脚。同时，作者整理和运用材料的方法也有问题，甚至抱着一种极不严

肃的态度，以致得出的结果偏离实际，甚至违背常识。 
文章批评不同观点的研究者理论上“模式化”，研究方法“简单化”，做研究单纯依靠例证，

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而作者自己

则反其道而行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与动

态研究相结合。能这样做研究当然好，但有一点同样十分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坚持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对有关资料进行认真鉴别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加工整理，切勿马虎

从事。否则再多的动态分析或纵向比较。也不可能获得正确结论。而作者恰恰将这一点忽略

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文章将农业人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说成“劳动生产率”，疑其有误。农业劳动生产率只能按农业劳动力计算，

而不应包括农户家庭全部成员，即不能按全部农业人口计算，正如计算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只能按工厂职工

计算，而不应包括职工家属一样。因此，实际的劳动生产率比该文所列数字要高得多。如以每户 5 人、2 个

劳动力计算，农业劳动力占农业总人口的 40％，即实际的劳动生产率相当文列数字的 250％，平均每个农业

劳动力年产粮食 1 万多斤。 

②这里要附带指出．农户利润率并不能直接说明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业是否为工业提供积累、提供多少，

并不同农户利润率成正比，甚至相反，因为无论旧中国还是新中国，都有通过剥夺农民(主要是农业税和工农

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先例。 

 
 
一 
 
进行动态研究和纵向比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所引资料必须有可比性。而文章列举的大部

分资料恰恰没有可比性。作者硬把它拼凑到一起进行比较，以致得出错误的结论。表 4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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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农业人口、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是一个典型例子。该表列举了冀鲁两省 1914、
1928、1932 和 1947 等 4 年的 4 组粮食产量数字，以说明两省农业生产的发展。计算一个省粮

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自然必须根据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劳力来求算。但郑文列举的 4
组统计，粮食产量残缺不全，而且愈是前期，残缺愈甚。因此，这 4 组数字没有可比性，至

少在作必要的修补和校正之前，不能直接进行比较。 
    这 4 组数字来源不同，调查范围大小不一。1914 年的粮食产量来自北洋政府农商部的调

查统计。关于北洋政府农商统计的缺陷和随意性，章有义先生已有全面分析，①无须重复。

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整个农商统计极不准确，且漏报甚多。1914 年因是首次进行农林

渔牧统计，漏报的地区和项目尤多。如冀鲁两省的主要作物谷子，产量全部未报。河北调查

的作物种植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 49.1％，山东稍高，也只占 73.7％②。1928、1932 年两组数

字分别来自金陵大学和国民党政府中央农业试验所的统计，漏报项目和县份较少，覆盖的地

区明显大于 1914 年，河北调查的作物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分别升至约 86％和 88％，山东

分别升至 98％和 109％(作物面积大于耕地面积，由于复种指数提高所致，亦可能耕地面积统

计有误)。两项统计准确性也相对高一些。但 1928 年的数字原为 1924—1929 年的常年产量，

并非某一特定年份的产量。作者不作任何调整和说明，即将其定为 1928 年的产量，进行纵向

比较，也显然不妥。③至于 1947 年，已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年，南北各地战火连天，

国民党统治区的范围急剧缩小，农产统计也自然极不完全。尤其是山东，因胶东大部分地区

已经解放。国民党无法直接和准确统计，所以全省粮食产量比 1914 年还低 35％，也就毫不奇

怪了。 
各年粮食产量的高低，直接受到年成的影响和制约。同一地区的丰年、平年、灾年粮食

产量，高低悬殊。因此，选择若干年份进行纵向比较时，一定要考虑年成因素。在上述 4 年

中，1914 年河北(直隶)因上年永定河南岸决口，大片土地水冲砂压，小麦、大麦、燕麦等越冬

作物大幅减产(低于常年产量 50％以上)；1928 年冀鲁两省大旱，但作者以常年产量代替，没

有反映该年粮食产量的实际情况；1932 年冀鲁有水灾，山东另有旱灾和虫灾，但范围不大，

灾情不重，据金陵大学调查，这年除陕西外，全国农业“丰收”。④由于以农产品滞销和价格

惨跌为基本特征的农业恐慌全面爆发，以致当时论者普遍惊呼“丰收成灾”。冀鲁两省的情况

也同其他地区一样，农产品价格下跌幅度很大。⑤从农产统计看，全省的粮食和其他作物平

均亩产未受影响。从农业收成看，1932 年应是中上年份。所以，上述 4 年的粮食产量带有很

大的偶然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章有义：《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 

②河北、山东调查的作物面积分别为 54638 千市亩、87752 千市亩，耕地面积分别为 111392 千市甫、119099

千市亩。(作物面积见本文表 1，耕地面积见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

第 1991 年第 1 期。) 

③所谓“常年产量”是指一个时期各年产量的中位数(不是平均数)。由于自然、社会和人为的因素。各年产量

丰歉、高低不一，很难同常年产量完全吻合。常年产量与各年实际产量之间的关系，就如商品价值与价格的

关系。价格总是以价值为轴线上下波动，却很难完全重合。各年实际产量也总是围绕着常年产量起伏波动(30

年代则几乎完全在常年产量以下)．二者极少重合。因此，除非确知某年年成为常平年，不能将常年产量直接

作为该年的实际产量。 

④《农情报告》，1932 年第 12 期。 

⑤参见刘克祥：《1927—1937 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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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字也直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表 4所列人

口数字，部分年份明显有问题。如山东 1914 年的人口为 29113471)人，而 1928 年

只有 26999040 人，在长达 14 年的时间中，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7.3

％；河北 1928 年为 26859520 人，而 1932 年只有 24117000 人，4年间下降了 10

％强。这在没有大规模战争和特大瘟疫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人口数字显

然有误。据农业试验所 1934 年的调查统计，山东、河北 1933 年的农村人口分别

相当于 1913 年的 105％和 114％。①另有调查称，1912～1930 年间，全国人口的

年增长率为 7.8‰②。据此综合推算，山东 1928 年的人口约为 3245 万，比 1914

年高 11％，比 1932 年低 1.8％；河北 1932 年的人口约为 2726 万，比 1928 年高

1.5％。我不敢断言这两个人口数字绝对正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人口数字

在加以利用时，必须进行校正。 

    通过以上检测和分析可以得知，1914 年河北的粮产漏报超过 50％，而人口数

字是全的。按照实际人口和不到一半的农产数字来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即郑文所

谓“劳动生产率”)得出的结果当然大大低于实际数，而 1928、1932 年的粮产统

计较全，人口数有的反而偏低，所得结果自然会大大高于 1914 年数字。郑文的“纵

向比较”，就是因为当时统计资料的这一缺陷，用前期漏报最多、最不完整的粮

食总产量同后期漏报较少、相对完整的粮食总产量进行比较；用前期的灾年同后

期的常年和中上年份进行比较；用前期的高人口数同后期明显有问题的低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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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十余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实为人均粮食占有量)增长 2

倍多的神奇数字。③ 

这样的纵向比较，已使其结果失去真实性和参考价值。因为任何一个有科学头

脑的研究者都懂得，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包括农具、种子、肥料、灌溉、耕作制

度和技术等)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一个省的粮食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

(实为人均粮食占有量)，决不会在短短十余年时间内，出现翻两番的奇迹。但文

章作者却似乎深信不疑，并宣称“近代华北的农业不仅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而

且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农情报告》，2年 5 期，第 40 页，1934 年 5 月。 

    ②陈华寅：《民国十八年中国人口总数的推测》，《统计月报》，2卷 9期，第 52 页，1930 年 9 月。 

③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部分，基本上是原来的统计漏报部分。

1928 年同 1914 年比较，河北调查作物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 49.19％上升到 86％，提高了 75％，而“劳

动生产率”(实为粮食人均占有量)提高了 173.5％，但 1914 年粮食亩产因灾害或其他原因，只相当于 1928

年的 55.6％。“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这两个因素所致。山东调查的作物面积比重由 73.7％上升到 98

％，提高了 33％，“劳动生产率”只上升 15.8％，则由于 1928 年的粮食亩产低十 1914 年(产量数字见表 1)。

1932 年同 1914 年或 1928 年比较，情况也是如此。 

 

    然而，问题还不止这些。可能由于作者计算的疏忽或其他原因。冀鲁两省的

粮食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统统被扩大了 10 倍，以致结果愈加荒唐可笑。按照

扩大了的数字计算，山东一省的粮食产量超过 193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

1928、1932 年冀鲁两省的粮食产量分别超过 193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7.7％和 11

％。①两省粮食平均亩产，除河北 1914 年外，全部超过千斤。早在 20 世纪初，

河北、山东已成为“千斤省”，山东更一度接近“吨粮省”的目标(详见表 1)。作

者在 2000 年初春放了一颗 20 世纪初的巨型“卫星”。 

    这些被作者随意夸大了的数字，自然不足为据。但如果将粮食总产量和亩产

量缩小 10 倍还原，考察其变化，则可发现一些重要的情况。河北如撇开 1914 年

不计，1928 年后的粮食总产量呈持续下降态势，亩产则起伏波动；山东粮食总产

量虽在 1914—1932 年间有所上升(其原因无非是调查面扩大)。但单位面积产量持

续下降。所有这些都难以证明，近代时期尤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华北农业是“外

延的扩大再生产”，更谈不上什么“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了。 

    郑文表 12、表 13 列举了两组农户收支调查统计资料，借以说明冀鲁豫农户收

入的增长情况。但是，由于这两组材料的调查口径、方法和范围、对象完全不同，

同样没有可比性。表 12 所列 1922 年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等 4县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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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统计资料，从文字说明和相关资料看，调查者使用的方法是按村逐户或抽样

调查，调查对象和范围较广，从职业看，除直接经营土地的农户外，还包括非农

业户和不直接经营土地的佣工户；从家庭收入和土地占有状况看，既有无地少地、

家庭收入极微(50 元以下)的贫农下户，又有占地和经营规模较大、家庭收入丰厚

(千元以上)的地主大户；从占地面积和家庭收入分组统计看，除个别地区或村落

可能偏重地主和富裕农户(原本“富裕村”也未可知)外，基本上是按各类农户或

村户的自然分布状况抽样的。同时，调查项目和内容较多，指导思想较明确，因

而能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调查地区农户的经济和收入状况。 

    表 13 所列冀鲁豫 3省农户收支统计资料，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统计司一科编

制(调查单位和时间不详)，原载 1932 年 3 月的《内政公报》，同时发表的还有“各

省市七等田地每亩产量及租额总平均数比较表”。涵盖地区与农户收支统计表相

同。两表均无任何文字说明。农户支出项目“田地费用”和“其他费用”的两个

注释(即田地费用“包括耕作及赋税费用”、“其他费用指生活费用而言”)，还

是《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转载时加上去的。因此，资料的来源，调查的时间尤其

是调查范围和方法，是选点抽样调查而后综合平均(如前述直隶农户收支调查)，

抑或在各类农户的某个特定组段择取若干户进行综合平均或粗略估计，等等，都

无法确切知道，只能根据资料本身提供的一些数据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推断，从

各类农户收入比较和半自耕农、佃农的缴租额判断，②该调查可能是在各类农户

的某个特定组段择取若干农户进行综合平均或粗略估计，而不是选点抽样调查，

更不是全面的调查统计。 

该统计按土地占有和经营状况，将农户分为地主、③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

4类；按土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据统计，193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15000 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

计大全》，第 234 页，1989 年)。 

    ②原资料半自耕农、佃农支出中列有“缴租额”一页，郑文表 12 将其并入“经营费”，统计简化了，但

“透明度”也降低，读者“知情权”被部分剥夺了。 

③各类地主的支出中均有“田地费用”(耕作及赋税费用)，故并非纯出租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而是自

营部分土地的土地出租者。 

 

占有或经营面积，又将每类农户分为不足 50 亩、50 亩以上、100 亩以上 3个

等级。在冀鲁豫地区，各类农户在各组段的分布状况，通常自耕农、半自耕农和

佃农绝大部分布在“不足 50 亩”组，而且大都集中在 30 亩以下，50 亩以下的地

主数量很少，并在轴线上靠近 50 亩一侧；①50—100 亩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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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数量不多，并在轴线上紧靠 50 亩一侧。这一组段的“地主”数量则较多，但相

当一部分靠近 100 亩一侧；100 亩以上，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已是凤毛麟角，

为数极少，且紧靠 100 亩一侧，②而这一组段的地主数量最多，且“上不封顶”。

如果这一分析和判断成立，那么，由于地主占有和经营(主要是占有)的土地面积

较大，如综合平均计算，各组的地主收入均应高于同组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

农。而该统计的情况恰恰相反，各组地主的收入全部明显低于同组的自耕农、半

自耕农和佃农。不仅冀鲁豫 3省如此，其余 23 省市也莫不如此，无一例外。而且，

4类农户收入的比例关系，极有规律，即自耕农收入最高，半自耕农次之，佃农再

次之，地主最低。这只有在同组各类农户占有和经营面积划一的情况下，才会出

现。据此断定，该统计不是通过普查或对不同占地和经营规模的各类农户进行大

范围选点抽样调查，以获取其收支数字，而是先按占地或经营面积将农户分成 3

组后，每组截取某一面积段作为代表，考察和比较该组各类农户的收支状况。当

然，这种方法同样可以进行不同范围抽样调查，但调查对象以截取的面积段农户

为限。 

    那么，该调查在划分的 3组农户中，分别截取的是哪个面积段呢?这可通过半

自耕农、佃农的缴租额和同时发表的每亩租额(钱租)统计资料推算出来。现将两

项资料列如表 2、表 3： 

 

 

 

注：①原单位为“元”，现依农户收支表例，改为“银元”，以免歧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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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该统计的农户分组标准是从全国范围的角度设定的，具体到冀鲁豫 3省，除城市郊区、蔬果和某些经

济作物种植区外。50 亩以下的地主数量极少。 

②当然，经营地主的占地和经营规模会大一些，但也有限，因为占地较多的经营地主，大多会出租部分

土地，而不会全部雇工耕种，这些经营地主就不再是“自耕农”，而被划入了“地主”类。 

 

    从表 2得知，佃农每年缴租额最低 100 元(河北)，最高 397 元(山东)；半自

耕农最低 56 元(河北)，最高 208 元(河南)，佃农经营规模不算太小。统计还显示，

3省同组佃农或半自耕农租额各自相差不远，而同组的佃农与半自耕农之问，其租

额亦有某种比例关系，即后者租额大体相当于前者的一半稍多。由于半自耕农尚

有一半左右的自有土地，这说明同组的佃农和半自耕农经营面积基本相同。 

从表 3则可得知当时冀鲁豫 3省的单位面积租额状况，大体从 1元到六七元不

等。3 省中，河北租额稍低，鲁豫两省相对较高，这也同 3 省半自耕农、佃农缴租

额的差别大体吻合。这里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冀鲁豫 3省大部分地区，甲、乙

等地极少，有些地区根本没有甲、乙等地。①大部分土地为丙、丁、戊等地。30

年代冀鲁豫 3省大量凋企资料显示，每亩租额大都在 2—5元左右，其中又以 3元

左右居多。②据此，可以大致推算出各组农户的占地和经营面积。 

如按每亩租额 3元左右计算，不足 50 亩组的佃农租地或经营面积约为 30—35

亩，半自耕农租地约 20 亩，外加自有地 10—15 亩，亦为 30—35 亩；50 亩以上组

佃农的租地或经营面积约为 60—70 亩，半自耕农租地 30—35 亩，外加自有地 30

—35 亩，亦为 60—70 亩；百亩以上组佃农租地或经营面积约 110—120 亩，半自

耕农租地 50—60 亩，外加自有地 50—60 亩，亦有 110—120 亩。各组的地主、自

耕农占地或经营面积与同组的半自耕农、佃农相同。 

    上述推算是否正确，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有关农户收支的调查材料得到印证。

如 1928 年对河北定县 34 家农户的调查，种地 30—34 亩的农户，全年收入为 300

—349 元，与 50 亩以下组河北自耕农(定县 34 户中 25 户是自耕农)301 元、山东

自耕农 308 元的收入基本相符；种地 60—64 亩的农户，全年收人为 450—499 元，

③与 50 亩以上组中河北自耕农 501 元、山东自耕农 567 元、河南自耕农 499 元的

收入大体相同或相差不远。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所谓 50 亩以下、50 亩以上、100 亩

以上 3个组的农户，实际上分别只限于占有或经营土地 30—35 亩、60—70 亩、110

—120 亩等 3个面积段的农户。 

这样两组调查方法和调查地区、对象、范围绝然不同的统计，怎么可以直接比

较呢?但文章作者不但认真地进行比较，得出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的结论，而且特

别强调，1931 年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最低收入”超过 1922 年农户的“平

均收入”多少倍。言外之意，如果同样按最低收入(1922 年的统计中，57.6％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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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收入不足 50 元)或平均收入计算，农户收入增长的幅度更要大得惊人。但是，

每个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怀疑，这是农户“最低收入”吗?1931 年冀鲁豫 3省自

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最低收入真能分别达到 285 元、265 元和 243 元吗?如果

农户每年的“最低收入”达到 200 多元银洋，冀鲁豫 3省还有贫农吗?再说，每组

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收入全部大大超过同组的地主，这些自耕农、半自

耕农、佃农又是什么样的农户呢?佃农缴纳的地租都在 100 元以上，他该租种多少

地呢?贫佃下户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规模吗?然而，作者对这些似乎毫不怀疑，

总觉得自己的方法、观点和结论新颖、正确。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如 1928 年河北怀柔县的地租统计中，即没有甲、乙、丙等地，而只有丁、戊、己等地。这三等土地

的亩租额依次为 3.5 元、2.5 元、1.5 元。(《河北省统计提要》，转见新民会《河北省怀柔县事情》，第 93

页，1940 年。) 

    ②据 1934 年的调查，钱租额为 2.1—5.0 元的，河北占 63.1％，普通为 3.0 元；山东占 45.4％，普通为

4.7 元；河南占 49.7％，普通为 2.9 元。(《农情报告》，3卷 4期，第 91—92 页，1935 年 4 月。) 

③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302—303 页，1933 年。 

 

写到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个重要情况，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之所以在 1932 年初

匆匆整理公布这份全国农户收支调查统计，并和地租调查统计同时发表，是有其

特殊背景和原因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在蓬勃开展，国民党对中

央苏区的军事“围剿”正在加紧进行；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民一

直强烈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国民党内部也有分歧。如浙江，国民党省政府坚

决反对“二五减租”，而国民党省党部为了削弱共产党的阶级和群众基础，则主

张减租，并贴出标语：“要打倒共产党，必须实行二五减租”；“反对二五减租，

就是为共产党造机会”。①并各自找寻靠山，官司打到了国民党中央。在这种情

况下，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同时公布各省市单位面积地租额和各类农户收支的统计

资料，采用的又是上述特别的调查和统计方法，意在用“数字”证明各地租额不

高，剥削不重，无论自耕农、半自耕农还是佃农，家庭收入都超过了地主，在土

地和农业收入的阶级分配方面，农民已居于有利地位，而地主居于不利地位，因

而根本无须进行“二五减租”，也不存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没想到这

样一份明显违反常理和常识的统计资料，竟成为作者论证 30 年代华北农户收入提

高的重要依据。 

文章引用河北定县两组调查统计对该县农民生活变化所作的纵向比较，也十分

勉强，据此得出的“定县农民的消费结构从 1928 年至 1931 年开始了从绝对贫困

型至温饱型的转变”的结论，更是难以成立。道理很简单，尽管两次调查是由同

8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 2008-1-9  



一个人组织，调查的是同一个地区(定县)，调查的项目和指标也基本一致，但调

查对象和范围不同，因而不可能直接进行比较。 

 

 

 

作者为了强调两组调查资料的可比性，硬说“第二次调查的样本是第一次的

扩大，都是拥有土地 30 至 35 亩的自耕农”。但是，第二次调查统计的说明中，

没有一个字提到同第一次调查的关系，不知作者的根据是什么?至于说第二次调查

的农户都是有地 30—35 亩的“自耕农”，更是信口开河。因为该调查材料。一开

头就特别说明，调查的 123 户中有 5户“不种田”。这 5户就不是农业户，更不

是“自耕农”。同时，调查材料对 123 户的土地占有和使用情况又有专项统计。

可以大致看出各组农户的土地占有、经营和租佃等方面的情况。现将该项统计抄

录如表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农村经济》，2卷 12 期，第 17 页，1935 年 10 月。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每家农户占地面积的具体数字，但从各组户均占地面积，可

以看出农户土地占有的大致情况，包括其中占地 30—35 亩的自耕农大致数目。表

中年收入不满 200 元的 18 户，户均占地仅 12.8 亩，大概不会有占地 30—35 亩的

自耕农；200—399 元的 56 户，户均占地 19.07 亩，占地 30—35 亩的自耕农也微

乎其微；600 元以上的 23 户，户均占地 106.41 亩，种自有田 66.16 亩。出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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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4 亩，基本上都是富农或地主(经营地主或出租地主)，也不会有占地 30—35

亩的自耕农；剩下 400—599 元的 26 户，户均占地 37.89 亩，只有这组农户中的

大多数可能是占地 30—35 亩的自耕农。123 户中，占地 30—35 亩的自耕农，大概

充其量不超过 30 户。作者为什么要武断地说都是占地 30—35 亩的自耕农呢? 

    作者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说明两次调查的农户占地面积相同，因而二者具有可

比性。这又必须以第一次调查的农户都是 30—35 亩的自耕农为前提。但材料显示，

第一次调查的 34 户中，占地 30—35 亩的自耕农也很少。第一次只有关于农户经

营亩数的分组统计，而无占有面积统计，但特别说明，34 户中有 25 户完全耕种自

有土地，这就是说，至少有 9户不是自耕农。这 9户中，有 5户兼种自田和当进

田，2户兼种自田和当进田及租田，2户兼种自田和租田。又说，34 户耕种的 1062

亩(户均 31.2 亩)土地中，自田 977 亩(户均 28.7 亩)，当进田 53 亩，租田 32 亩。

另有 8户出租土地，数量不详。但从 8户的地租收入和当地的单位面积租额推知，

出租的土地面积约为 42 亩。①加上自耕地，34 户共有土地 1019 亩，平均每户约

30 亩。与耕作面积相差无几。由此可以推断，各户的占地面积与耕作面积相近，

或略低于耕作面积。而据调查统汁，34 户中，15 户的耕作面积不足 29 亩，10 户

的耕作面积超过 40 亩。这 25 户中，占地 30—35 亩的自耕农可能不多。另有 4户

的耕作面积为 30—34 亩，他们大部分或全部应是占地 30—35 亩的自耕农。还有 5

户的耕作面积为 35—40 亩，其巾也有部分可能是 30—35 户的自耕农。这样，34

户中，可能只有 4—6户是占地 30—35 亩的自耕农。既不是大部更非全部为 30—

35 亩的自耕农。所谓两次调查的“都是拥有土地 30 至 35 亩的自耕农”云云，纯

系子虚乌有。 

    退一步说，即使如作者所言，两次调查的确都是有地 30—35 亩的自耕农，则

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复杂。因为在定县和河北地区，有地 30—35 亩的自

耕农，占地数量已大大高于当地农户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平均数。②其生活水平

自然高于一般农户，应属于“温饱型”。如果他们还在“绝对贫困”线上挣扎，

那些占地 10 亩以下或完全无地的贫苦农民早已成为荒野饿殍了。同时，他们的收

入和生活比贫苦小农相对稳定，在通常情况下，决不会出现既处于“绝对贫困”

状态而又忽然在短短 3年时间内开始并接近完成向“温饱型”转变的怪事与奇迹。

所谓两次的调查对象“都是拥有土地 30 至 35 亩的自耕农”，使作者陷入了进退

两难的境地。 

    那么，前后两次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足什么因素使第二次调

查的农户收入和支出分别比第一次调杏的农户高 56.8％和 75.0％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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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8户共收租金 139.44 元。另据 6村的调查统计，每亩土地的平均租额，上等地 5.6 元，中等地 3.3

元，下等地 0.7 元。按中等地计算，出租土地面积为 42.25 亩。(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301、

631 页计算。) 

②据对定县 62 村的大范围调查，农户平均耕作面积为 23 亩，30—35 亩的自耕农的占地面积比平均耕作

面积高 30.4％—52.2％；又据 1930 年的调查，河北全省农户平均耕地面积为 22.6 亩，30—35 亩的自耕农的

占地面积比之高 32.7％—54.9％。(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凋查》，第 302 页；《中华民国统计提要》，

1935 年辑，第 480 页。) 

 

总的说，两次调查抽样都偏重富裕农户，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曾指出，当地每家

田场面积为 23 亩，而调查的 34 户平均田场面积达 31 亩，故 34 户的生活“稍高

于一般的生活程度”。第二次调查抽样则更进一步偏重富裕农户和地主，平均每

户的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分别达到 38.46 亩和 33.73 亩，超过第一次被调查农户

的 24％和 12％。第一次调查的 34 户中仅 1户的经营面积达到 60 亩。占有面积达

到或超过 60 亩的，大约也只有 1—2户，而第二次调查的 123 户中，年收入超过

600 元的 23 户，占有和经营的平均面积分别达到 l06．41 亩和 68.88 亩。从土地

租佃情况看，34 户的出租总面积仅 42 亩，户均 1.24 亩，而 123 户中年收入 600

元以上的 23 户，平均每户的出租面积即达 40.24 亩。123 户合计，出租面积达

1343.16 亩，户均 10.92 亩。可见第一次调查的农户中没有 1户地主，而第二次调

查的农户中，可能有 20 户左右的地主，超过调查总户数的 15％，大大高于当时地

主的实际比重。同时，兼营商业、高利贷或有其他工薪收入的农户或地主数量也

明显增加了。年收入 200—399 元的 56 户，户均经商赢利和工薪收入分别为 19.25

元和 35.27 元；年收入 400—599 元的 26 户，这两项收入分别为 29.31 元和 32.12

元；年收入 600 元以上的 23 户，放债利息和工薪收入分别为 27.13 元和 32.87 元。

①123 户平均，农业外收入占总收入的 20.5％，而第一次调查的 34 户只占 15.6

％。 

    由上述分析比较可以看出，1928 年和 1931 年两次调查比较，农户的平均收入

和支出之所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②，所谓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转变，

并非农民收入真的增加，生活真的改善，而是地主富户“拉升”的结果。从 123

户的土地占有、耕种和收入分组统计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试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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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年收入的多寡同其土地占有和耕作面积成正比。虽然按平均计算，每家农

户年收入达到 455.42 元，但大部分收入集中丁少数地主和富裕农户。占有和耕作

面积 10 亩左右的 18 家农户，平均每户收入仅 158.39 元，其户口占 14.6％，而收

入只占 5.1％；土地占有和耕作面积在 20 亩左右的 56 户，平均每户收入也只有

298.24 元。这两组合计，户口占 60.2％，而收入只占 34.9％；与此相反，土地占

有和耕作面积分别为106.4亩和68.9亩的23户地主富户，平均每户收入达965.11

元，其户口只占 18.7％，而收入占 39.6％。而这类地主富户在 1928 年的调查中

足完全没有的。③如将其剔除。农户的收入平均数即会大幅度下降，与 1928 年调

查的相关统计相差不远。事实上，两次调查中，土地占有和经营规模相近的农户，

收入也都大体接近。如 1928 年调查的耕作面积 10—14 亩的 5户，年收入为 100

—149 元，与 1931 年调查的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分别为 12.8 亩和 10.5 亩的 18 户

收入平均数(158.4 元)十分接近；1928 年经营面积为 20—24 亩的 2户，收入为 200

—249 元，与 1931 年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第 80 页，表 1。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农户的工薪收入并非农

业雇工工资，而是担任教员、店员或公职所获得的收入。所以，年收入不满 200 元的农户，户均工薪收人反

而最低，只有 12.46 元。 

    ②农户户均收入由 281.14 元增至 455.42 元，增加 62.0％，支出由 242.64 元增至 424.55 元，增加 75.0

％。 

③1928 年调查的农户中，经营面积最大为 60 亩，收入最多为 486 元。(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第 302 页) 

 

别为 19.1 亩和 24.6 亩的 56 户平均收入(298.24 元)相差不远；1928 年经营面积

为 35—39 亩 5 户收入为 350—399 元。与 1931 年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分为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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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和 38.4 亩的 21 户平均收入(479.51 元)相当接近。①考虑到年成、物价等因素，

这 3年中农户收入的实际变化不大。 

 

 

 

支出方面，从各农户支出的多寡悬殊程度也可看出，②123 户支出大幅度增加

也是少数地主富户“拉升”的结果。现将 123 户家庭主要支出项目金额比较列成

表 6。从表中可以看出，各户之间支出数额高低悬殊。支出总额最多的户与最低的

户相差 14.9 倍，与 123 户支出平均数也相差 5.2 倍。但具体到各个项目，差距大

小不同。饮食差距较小，其中米面、蔬菜差距最小，而直接反映饮食质量的油、

肉、蛋和干果类差距巨大。如食油消费，最多的一家达 58.6 斤，最少的仅 1.4 斤，

相差 41.9 倍；十果类最多的一家达 52.6 斤，最少的仅 0.15 斤，相差 350.7 倍。

这说明饮食支出的差距并非家庭人口所致。相对饮食而言，衣服类支出的差距要

大得多，高低相差近 570 倍。最高的户买布 948.7 尺，最低的户仅 2.1 尺，只能

做条裤衩。最能反映消费水平的杂项支出差距，更是大得惊人。特别费(婚丧费)、

建筑费、医药费、教育费、交通费等的支出差距都在千倍以上，最高(教育费)达

7010 倍。作者大肆宣染的婚丧费最高的一户达 1196 元，相当于消费最低的户全年

支出的 8.1 倍，而最低的户仪 0.51 元，如系丧葬费，定用芦席或麻片裹尸掩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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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作者批评“农民生活稍有好转，对于婚丧即大操大办，作无谓之消耗”，实

在冤枉。医药、教育、建筑、装饰四费支出，最少的分别只有 3分、1分和 4分钱，

不知道 3分钱能治什么病，4分钱和 1分钱能搞什么建筑装饰，1分钱还买不了一

支毛笔或一条墨、又能搞什么教育?至于交通费，最高的达 50 元，占 12 户交通费

的 34.5％，即 1／3强，而最低的仅 4分钱。但作者却说，每户有交通费 12.08 元，

“起码是到县城或其他城市的费用，也说明有近 10％的农户已有远距离的活动”。

真不知作者这笔帐是怎么算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302 页。 

②原资料农户消费支出中有“最多之家”、“最少之家”两栏．郑文引用时将其删除了。 

 

    应当说，原调查者和资料整理者所提供的统计资料是客观和完整的，农户收

支既有平均数，又有分组统计和最高数、最低数。从而使我们能够了解农户收支

及其差别等真实情况。郑文却将有关农户收支差别的资料删除，借用“平均数”

大做文章，使读者无法知道各类农户收支的真实情况，难免给人一种用“平均数”

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误导读者的感觉。 

    显然，从现有材料看不出 30 年代初定县农民生活改善、消费结构“优化”的

任何迹象，更谈不上“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愈是被作者大肆渲染

和显示农民消费结构“优化”的支出项目，愈是主要集中于少数几家地主富户，

贫富差距愈是悬殊。除表 6列举的项目外，瓜果、糖类、家具、应酬、嗜好、卫

生、娱乐等支出，也都莫不如此。支出最少的除家具(0.25 元)、应酬(0.24 元)外，

都只有一两分钱，与最高的户相差数百乃至数千倍。大部分农户不仅始终在绝对

贫困线上挣扎，甚至进一步恶化。 

有必要再次强调，这是两组调查对象、范围和农户阶级结构差异很大的统计资

料，不能简单、生硬地进行类比，更不宜进行“恩格尔系数”计算。如果硬要将

两组材料进行纵向比较的话，那么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倒是农民贫富分化加剧，

地主阶级膨胀，广大农民加速贫困破产。试看：1928 年调查的 34 户中．只有 1户

的土地面积达到 60 亩，充其量只能算富农，而 1931 年调查的 123 户中，有 23 户

的平均占地面积达到 106.4 亩，平均出租面积达 40.2 亩，23 户应全是地主富农，

其中地主可能占 20 户左右，而且单个地主的占地规模颇大。如前所述，有一户的

全年“特别费”(婚丧费)高达 1196 元，按当地每亩 3元左右的中等地租额计算，

相当于 300 亩以上土地的全年租额。决非一般小地主，要么就是商人地主或地主

兼高利贷者。一方面是地主膨胀，另一方面是农民失地，租佃范围扩大。34 户中

8户出租土地，出租面积占 34 户土地总面积的 4％，而 123 户，虽然出租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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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但出租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上升到 28.4％。从租地户的角度看，34 户租种

的土地只有 32 亩，占耕作面积的 3％，而 123 户租种的土地达 760.5 亩，占耕作

总面积的比重上升到 18.3％。农民的经济状况也显著恶化，34 户中只有 2户欠债，

占 5.9％，而 123 户中，尽管地主富户的比重提高，欠债农户还是达 40 家，比重

提高到 32.5％，亦即 1／3弱。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变化。而作者却对这些变

化视而不见、避而不论。近年来国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越来越重视居民收入的贫

富差别现象，时兴用“基尼系数”考查和衡量居民贫富差别的程度及其变化。作

者有志研究近代华北和全国的农民生活，我建议作者采用“恩格尔系数”证明农

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不妨用“基尼系数”考查一下农户收入的贫富差别及其

变化情况。 

二 

 

    除了纵向比较的“动态研究”外，文章中不少“静态研究”材料和结论也经

不起验证和推敲。最明显的例子是不加分析地引用国民党政府中央农业试验所关

于冀鲁豫 3省农户肉类消费量的调查材料，证明 3省的“猪肉消费水平已相当于

中国农民 50 年代中期”。 

    按照中农所的调查，冀鲁豫 3省农民每年人均消费猪肉依次为 8.6 斤、8.7 斤、

10.5 斤；消费肉类总量为 20.3 斤、19.6 斤和 26.2 斤。这样高的肉类消费量在当

时是否可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无须在争议颇大的农民消费能力方面多费笔

墨，只要看看当时农民能否生产或农村市场能否提供这样多肉类就行了。表 7是

各种肉类的农民人均消费和消费总量统计： 

 

 

 

不过，计算出农民的各种肉类全年消费总量，还不能判断这些数字是否真实

和准确。为此，必须将其分别折算和还原成猪羊牛和鸡鸭头(只)，同当时的畜禽

饲养量进行比较。 

在折算前，有必要对冀鲁豫地区的畜禽饲养习惯和出肉率作简要说明：当时

冀鲁豫一带猪的饲养，通常采用放牧式，而非纯粹圈养，又无精细饲料喂养和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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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因而生长缓慢，体型高瘦，跑起来同狗一样快，出肉率很低。一头对年猪，

往往毛重不到 100 斤，产肉不足 70 斤。羊的饲养更是放牧，饲料限于野草和村叶，

加上土地开垦和植被破坏，放牧条件日差，羊只普遍瘦弱，生长迟缓，每头羊剔

净肉一般不超过 30 斤。牛除豫南部分地区外，全是黄牛；而且只有役用牛，而无

菜牛。菜牛膘厚，出肉率较高，一般可达 200 斤左右，役用牛出肉率较低，而且

农村宰杀的牛只多为退役老牛或病牛，出肉率更低，一般不超过 150 斤。鸡鸭出

肉率因大小而异，平均 1.5 斤左右。下面按猪每头出肉 70 斤、羊 30 斤、牛 150

斤，鸡鸭 1.5 斤将农民消费的肉类总量分别折算成猪羊牛和鸡鸭头(只)，同当时

的饲养数(存栏数)进行比较。请看表 8。 

 

 

  

农民消费肉类占畜禽饲养数(存栏数)的比例，因地区和畜禽种类而异。牛最

低，消费量占饲养量的 30％到 80％不等；猪较高，分为 81％到 114％不等；羊和

鸡鸭最高，分别超过 100％和 200％，甚至接近 300％。那么在现有的饲养量限度

内能否保证如此高比例的肉品消费呢?这主要取决于各种畜禽的出栏率。我们没有

关于 30 年代畜禽出栏率的记载，但可用解放后的统计作参考。据 1952—1986 年

问的统计，在正常年份(1959—1961 年 3 年困难时期除外)，肥猪出栏率最低 56.9

％，最高 88％，1952—1986 年平均(简单平均数)为 67.3％。①但是，30 年代华

北地区的肥猪出栏率远没有这么高，其原因是：猪的品种差，生长缓慢；粮食和

饲料不如解放后充足；②瘟病防治差，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农民养猪的目的

不同，首先是造粪肥田，其次才是卖肉赚钱，③并不急于宰杀。所有这些，直接

制约着肥猪出栏率的提高。估计 30 年代的肥猪出栏率应在 50％以下。如按 50％

计算，即使不供应该地区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济南、青岛、烟台，丌封、

郑州、洛阳等大中城市和其他中小城镇市场，全部由乡村居民消费，农民消费的

猪肉来源也还差一大截。其中河北差 38.3％，山东差 48.8％，河南差额更达 56.1

％。如果扣除城镇居民消费，农民自己消费的猪肉差额更大。据解放后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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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86 年，累计出栏肥猪 464083 万头，其中食品公司收购数为 297435.2 万

头。④如以食品公司收购数作为城镇居民消费数，则城镇居民消费占出栏肥猪的

64.1％。假若以此作为 30 年代冀鲁豫地区城乡居民的猪肉消费比例，那么三省农

民消费的猪肉差额相应依次扩大到 77.8％、81.6％和 84.2％。现有的生猪饲养数

只相当于农民猪肉消费量的一个零头。 

    羊、牛和鸡鸭无准确出栏率数字可循。一般地说，羊的出栏率应低于生猪，

而羊肉消费，除一般城镇居民外，还有回民消费。另外，如表 8所示，农民羊肉

消费量对饲养量的比重全部高于猪肉。因此可以肯定，农民羊肉消费的差额更远

大于猪肉。鸡鸭的出栏率，单就肉鸡肉鸭而言，自然高于猪羊。但农民的肉鸡肉

鸭饲养仅限于公鸡公鸭，而母鸡母鸭大都是作为蛋鸡蛋鸭，除非失去下蛋能力和

其他特殊原因(如产妇、病人需要等)，不会轻易宰杀。这样一来，鸡鸭的出栏率

也就大大降低，同猪羊大体相近了。如表 8所示，农民的鸡鸭肉消费超过饲养量

的一至二倍。农民鸡鸭肉消费的差额又更大于猪羊。牛肉消费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当时冀鲁豫 3省农村并无菜牛饲养，在通常情况下，供宰杀食用的基

本上限于退役老牛和病牛。即使是菜牛，由于生长速度慢(从幼牛到成牛需要二至

三年)，出栏率也远低于猪羊。牛肉的市场消费，则除城镇居民和回民外，还有外

国侨民和牛肉、生牛出口。⑤能供农民消费的牛肉数量极其有限。从表中农民牛

肉消费量对生牛饲养量的比例看，即使将耕牛全部变为菜牛，也不够农民消费。

如从高以 30％的出栏率(实际上远远达不到这一标准)计算，河南的现有耕牛刚好

够农民食用，而山东和河北还分别短缺 30.6％和 62.7％。总之，即使撇开农民的

购买力不论，单从猪羊牛和鸡鸭的饲养量看，这样高的肉类消费数字也是绝对不

町能的，甚全足十分荒唐的。 

    那么这样荒唐数字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各地的农情报告员在进行此类调查统

计时，普遍采用了一种简单、省事的方法，即将“中等农户”的肉类消费直接作

为整个乡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平均数。而他们的所谓“中等农户”又并非通常意义

上的中农，而是占有或耕种四五十亩地以上的富裕农户或小地主。结果差之毫厘，

失之下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据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第 244—245 页计算。 

    ②粮食和饲料的短缺直接限制肥猪出栏率的提高，如 1959—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肥猪出栏率依次只有

49.1％、36.1％和 40.1％。 

③当时一些地区流传的农谚，如“秀才不读书，种田不养猪”，“养猪不赚钱，来年看看田”等，都清

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④据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第 244—245 页计算。 

17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 2008-1-9  



⑤20 世纪初叶，日本商人和浪人在华北地区大量搜购、宰杀、偷运牛只和牛肉出口，使该地区的耕牛数

量持续下降，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当时农民肉类消费的平均水平究竟如何呢?1928 年河北定县的调查统计(即郑

文用来进行纵向比较的第一次调查)可供参考。被调查的 34 户，户均全年所用一

切肉类为 22 斤。每户 6.03 人，平均每人的肉类消费量为 3.65 斤。调查者称，这

些农户除一年内三个节气(新年、端午、中秋)外，“全年几乎不见肉类”。调查

者又特别强调，34 户的平均生活水平“尚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①据此推断，

当地全体农户全年人均肉类消费当不超过 3斤。在河北省，定县的自然条件、农

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均居中上水平。但即使以 3.65 斤计算，农民人均肉类消费量也

只相当丁中农所调查数字的 18％，可见后者虚妄不实。从品种看，34 户消费的肉

类“以猪肉最普通、牛羊肉次之”。②虽未列明猪羊牛肉等的具体数字，其品种

结构当与中农所调查相仿。如前所述，按照中农所的调查数字，冀鲁豫农民消费

的猪肉差额依次为 77.8％、81.6％和 84.2％。亦即农民实际消费的猪肉依次不会

超过中农所统计数的 22.2％、18.4％和 15.8％。34 户各种肉类人均消费量相当于

中农所调查数的 18％，与此大体吻合。这既是农民的肉类实际消费量，也是当时

农村畜禽生产和市场能够提供的肉类消费量。 

    近代时期，有关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方面的统计资料极其短缺，

不仅数量少，而且相当一部分统计资料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中农所关于农民肉

类消费的荒唐统计数字，再次提醒我们，对统计资料的利用必须严肃审慎，决不

能饥不择食。不仅要认真甄别，辨其真伪，而且必须从相关统计的逻辑关系上判

断其合理和可信的程度。 

    另外，文章还列举了一些例子，证明 30 年代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衣食住条件

得到改善。将其归纳起来就是：主食细粮化，副食营养和多样化，衣着和日用品

洋货(工业品)化，生活习惯城市化。 

    对 30 年代农民生活的这些变化，我认为，第一不能过分夸大，不能将小部分

农民的生活变化夸大为整个农民阶层的变化；第二要进行具体分析。如农村茶馆

饭馆兴起、延宴铺张等，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地主奢风漫延的结果，不能据以

说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反，还给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家庭造成物质上和精神

上新的负担，加剧其贫困化。③同样，农民穿用洋布、洋袜，也首先是传统的家

庭纺织手工业被摧垮的结果，至于是否生活水平提高，要看他是否有新的就业途

径，而且新的收人超过原有纺织手工业，或者保留或部分保留原有纺织手工业的

前提下，有余力加购洋布洋袜，提高服饰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必须考察和评估，

收入提高、生活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农户在当地和整个冀鲁豫地区，究竟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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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比重，从整体上看，30 年代农民经济状况是显著改善，还是日趋恶化?生活水

平大幅度提高，还是继续下降?单凭三五个例证就下结论，难免以偏盖全。不妨先

看看当时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综合性调查统计。 

关于农民的食物结构，国民党政府中央农业试验所于 1936 年 6 月对 30 年来农

民消费主要食料变化情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是一次长期趋势的调查，排除了自

然灾害、农业恐慌的非正常因素影响，有较高参考价值。现将冀鲁豫 3省有关统

计列如表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312、300、302 页。 

    ②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312 页。 

③这种情况不仅近代时期有，现在也还存在。如一些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婚娶、丧葬讲求排场，聘礼数

额高得惊人(愈是贫困地区，女方父母愈想借此机会发一笔财，“脱贫致富”)，非但不能说明这些地区农民

生活水平提高，相反，使他们愈加陷入贫穷的深渊而不能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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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告次数看，农民的各种食料，主食不论精粗，副食不论晕素，都是增减互见。

但不同食品、不同地区，差异颇大。精粮稻谷、小麦和粗粮中的细粮小米，增减

不甚悬殊，仪河北的小麦食用稍有增加，河南则明显减少。冀鲁豫 3省作为一个

整体考察，农民对精粮的食用，看不出多大变化。粗粮方面，则是高梁的食用减

少，对玉米尤其是甘薯的食用大幅度增加。另外，马铃薯和萝卜作为灾年重要食

物，①食用也逐渐普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20 世纪初，直到 1936 年止，冀鲁豫

农民主粮结构的变化趋势，不是细粮化，而是粗粮化，并且是粗粮低档化和低热

量化，其中河北尤为突出。 

    副食方面，冀鲁豫 3省一个共同特点是产量较高、亦菜亦粮的马铃薯、萝卜

的食用明显增多。猪羊牛肉和鸡鸭鱼等的消费，3省互有差异。河北略有增加，猪

牛肉和鸡鸭蛋消费增加较明显，但鱼的消费有所下降；山东、河南变化不显著，

其中河南的猪肉消费略有减少，山东因三面环海，鱼的消费稍有增加，食油(豆油)

增减幅度不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农情报告》，5卷 8 期，第 266—267 页，1937 年 8 月。 

 

这样，20 世纪初叶冀鲁豫 3省农民食物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主粮粗粮化

和粗粮低档化、低热量化；副食中亦菜亦粮的马铃薯、萝卜食用增多，肉、鱼、

禽、禽蛋和食油消费增减不甚显著，仅河北的猪牛肉、禽蛋和山东的鱼类消费略

有增加。而河北的肉蛋消费增加，恐怕同大量食用甘薯导致“烧心”有关，很难

由此得出农民生活改善、消费结构“优化”的结论。 

    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服饰洋布化、日用品洋货化、住

房砖房化，以及吸烟、喝酒、上饭馆茶馆等，都必须以增加现金收入、提高市场

购买力为前提。直至 30 年代，虽然华北地区的商业性农业和农产品商品化有较大

程度的发展，但大多数地区和大部分农户，农业的基本功能还是解决口粮和菜蔬

的家庭自给，现金收入则主要靠副业。副业的兴衰对农民家庭经济和市场购买力

影响巨大，有的还会从相关副业折射出来。 

那么，当时冀鲁豫 3省的农村副业状况如何呢?令人遗憾的是，该地区农家主

要副业都呈现衰颓态势。如表 10 所示，养蚕、养蜂、纺织、制土砖、帮佣、割柴

草、兼业商贩、兼业木匠和兼业裁缝等 9项农家主要副业，①除帮佣、割柴草、

兼业小贩等 3项外，均明显衰落，养蚕、养蜂、纺织尤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制土砖、兼业木匠和兼业裁缝 3项副业，不仅是一部分农民现金收入的来源之一，

而且是直接反映农民住房和服饰状况的重要指标，但 3省的这类农家副业并不兴

旺，河北的这 3项副业更明显衰落，看不出农民的居住和服饰有明显改善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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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帮佣、打柴草和兼业小贩 3项副业的异常兴旺，不仅不能说明农民经济状况

好转，恰恰是广大农民贫困破产、陷入失业半失业困境的象征。当时有关 3省农

民经济状况的调查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 

表 11 从借债、欠粮、短租和田地典押等四个方面反映了 1934—1935 年冀鲁豫

农民的经济状况及其变化。虽然时间较短，但 1934—1935 年正是农业恐慌结束、

农民经济由低谷转入复苏的转折时期，故有其特殊的参考价值。如表所示，3省未

还债、未完粮、未交租和典押田地的农户都占有相当比重，其中典押田地的农户

比重竟全部超过 30％。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 1935 年，冀鲁豫农民经济仍未走

出低谷，未还债、未完粮、未交租和典押田地的农户比重还在上升(仪河南典押田

地的农户比重下降了 6个百分点)。借债不能还和典押田产的农户比重如此之高，

还硬说农民生活改善、消费结构“优化”，难道农民是通过借债和抵押田地的方

法来改善生活?从郑文材料看，河北农民生活的改善最明显，甚至在短短 3年中开

始了由“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过渡，然而，在冀鲁豫 3省中，河北农民借债

未还和典押田地的农户比重最高，岂不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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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原资料尚有养鱼、编草鞋草绳、编草帽辫等 3项副业，因报告次数甚少，未入表。 

 

 

 

农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还会从农村商业中反映出来。假若真如文章所说，华北农业飞

速发展，10 余年间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翻两番，农民消费结构“优化”，购买力和生活

水平提高，农村商业应该是购销两旺，商店营业额大幅度上升，农村市场一片繁荣景象。然

而，当时的调查统计所揭示的情况恰好相反。表 12、表 13 反映的是 1930—1935 年间冀鲁豫

乡村商店营业状况和歇闭、新开比较。 

 

 

 

从表 12 可以看出，1930—1935 年间，冀鲁豫乡村商店的营业额最高只相当于

平常年份的 60％上下，而且呈不断下降趋势，到 1935 年已降至 47％—5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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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河北更呈直线下降。由 1930 年的 65％递降至 1935 年的 47％，6年间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在 3省中居首位。 

表 13 是 1930—1935 年歇闭和新开商店的数量比较。3省歇闭和新开商店家数

及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历年歇闭商店的数量均大于新开商

店。由于商店歇闭的多、薪开的少，商店总量不断减少。如以 1929 年的商店数为

100，1930—1935 年冀鲁豫 3省乡村商店数量(指数)下降趋势有如表 14。除 1934

年河南商店上升了 0.5 个百分点外，3省商店数量均呈逐年下降态势。1935 年同

1929 年比较，河北、河南商店的降幅分别达 26.6％和 15.1％，山东更超过 4成。 

 

 

  

 

大量商店歇业和关闭，商店总量逐年缩减，与商店营业额大幅度下降互为因

果。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农业生产停滞，农村经济凋敝，农民家庭经济状况不断恶

化和贫困破产。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变化趋势是长期的，并非始十农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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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爆发的 1932 年，1935 年也无明显好转，因而不能完全归咎于 1932～1934 年的

农业恐慌。 

    郑文批评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①“偏重典

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特别强调“系统调查较典型调查时间长、范围广、代

表性强”②。因此，典型调查必须与系统调查相结合，才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

否则会形成“以点代面”的结论。作者还极力推荐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试

验所和金陵大学的两大系统调查。特别告诫读者，“不应忽视这些系统调查”。

作者这些批评、论述和告诫很有道理。所以我集中引用了中央农业试验所多宗系

统调查资料。这些调查除作者所说的时间长、范围广外，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是：直观性强，简单明了，一看便知。由于这些调查时间长、范围广、内容多，

代表性强，因而比某些典型调查和例证，包括郑文引用和展开分析的一些典型调

查和例证，更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可以说恰恰是作者最推崇和相信的中央农业

试验所系统调查，推翻了他自己主要依据典型调查和例证得出的结论。作者强调

“不应忽视这些系统调查”。但在文章中却恰恰“忽视”了那些最关键、最能反

映当时历史真实的系统调查，实在遗憾。 

最后要特别声明，我的文章只是对郑文所引资料提出疑义，对作者的某些方法

提出批评，无意对郑文所说“沉论观”和“发展观”两大观点或派别作出评估或

取舍。我对不同观点或学派的基本态度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尊重历史，实事

求是。我认为不论何种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都应当受到尊重和肯定。

我否定郑文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是因为作者列举的资料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其

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因此，这只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学术争论，并非为某个观

点辩护，更不是为某个派别“摇旗呐喊”。因而不牵涉“发展观”本身和持有“发

展观”的其他研究者。但必须强调，研究历史，研究经济史，不论持何种观点，

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这是一条最起码的原则。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

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城乡市场的今天，这一原则显得尤为重

要。 

 

作者刘克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3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例证本身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之别，单纯依靠例证也不一定排斥定量分析。郑文关于河北定县农民

消费结构变化的比较，既是定量分析，也是例证。作者这项帽子没有完全扣正。 

②说系统调查一定比典型调查时间长，也未必如此。前社会研究所开始的江苏无锡和河北清苑两个典型

调查，自 1929(1930)年首次调查后，又于 1936、1946、1957、1998 年先后进行追踪调查，前后涵盖的时间

近 70 年；山东大学关于太和堂李等 3户经营地主的典型调查，追溯的准确时间远至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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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调查时间下限截至宣统三年(1911)，前后涵盖时间长达 193 年。涵盖时间这样长的调查，在系统调查中，

除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调查外，尚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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